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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 3 月 2 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经过 1928 年“革命文学”论争之后，鲁迅

和他的论敌们走到一起，被赋予了左翼作家身份，而且这一赋予也得到鲁迅的完全认同。这

样，从外在赋予和内在认同上，鲁迅都成为真正意义的左翼作家。然而，身份的建构需要思

想的基础与前提，而不是随便的命名与简单的接受。本文以 1928 年“革命文学论争”前后

为分析对象，以图通过对这一历史阶段与过程的梳理，希望发现或找到鲁迅自我认同的思想

根源。 

（一） 

我们知道，鲁迅与创造社论争之前，双方都有合作的意愿。1926 年 11 月 7 日鲁迅给许

广平的信中写到：“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加以打击，至

多无非不能回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时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

会进攻，我在勉力写些文字。”①1927 年 4 月，鲁迅和创造社成员联名发表《中国文学家对

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的宣言》；9 月 25 日，他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

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

社，未名，沉钟三社。”②同年 12 月，来到上海的鲁迅和创造社联合刊登《〈创造周报〉复活

宣言》，准备在 1928 年元旦共同出版《创造周报》。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鲁迅在主动寻求

一个联合战线，而目标就集中到创造社身上。令人困惑的是，鲁迅向来对创造社有些不满，

而且与创造社无过多联系，那么，鲁迅为什么希望与它联合呢？ 

当然，这跟鲁迅决定走出彷徨、重新振作的精神变化有关。鲁迅经历新文化阵营解体、

兄弟失和、女师大事件等挫折之后，决心重新寻找人生的道路，而此时创造社元老都在革命

策源地广东，而且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但笔者看来，这些不能作为鲁迅

主动联合创造社的首要原因。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鲁迅的“一点野心”是对“正人君子”

的反击，是与创造社联合造就一个强大的战线；然而，前往革命的广州及表示与创造社联合，

只是鲁迅表达自己意愿的话语，只是鲁迅希望新生的象征，却不能作为实际的转变与联合。

其实，鲁迅的南下是在寻找实现“野心”的契机与力量，以抛弃北京社会留给他的孤独与绝

望。那么，问题是鲁迅真把创造社作为自我转变的契机与力量吗？我们发现，鲁迅到广州后

并未急于向创造社靠拢，而是关注广州的革命活动与“革命文学”，在他的演讲辞和文章中，

革命、革命者、革命文学等语词大量出现。但是，广州的革命与革命者使鲁迅彻底失望与绝

望。 

广州的耳闻目睹加深了鲁迅的宿命意识，他愈加感到自己只能做一个文人而无法成为人

们希望的战士或革命家。所以，他对广州的革命心存不满，把精力用在“革命文学”的关注

上。在他看来，广州流行的“革命文学”并非真正意义的“革命文学”，只是在“指挥刀的

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的文学，或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

血’的”的文学。③他认为，这样的文学表现的要么是恃强凌弱的压迫，要么是无聊之徒的

笔墨游戏，根本没有表现出人间反抗压制与强权的自由精神和革命精神，只能异化或扭曲革

命的本质与意义。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此时的“革命文学”有别于 1928 年论争时的

“革命文学”。日本学者丸山升指出，“提倡为革命的文学，即使在四•一二政变之前，也不

                                                        
①《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第 183 页。 
②同上，第 607 页。 
③《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54 页。 



只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还包括国民党系统的文学，或者至少说是在‘为革命’、‘为

宣传’的文学广泛的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框架。”①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革命文学”

的批评显然源于广州的感受，而且对于革命、革命者的本质思考也基于广州的经验。当鲁迅

与创造社论争时，一个被研究者忽略的现象就浮现出来，即论证双方在经验感受与理论资源

方面存在鸿沟，鲁迅批评的指向更多是广州的记忆，而创造社争论的知识背景却是无产阶级

理论。当鲁迅认识到论争隐含的知识冲突后，他开始反思与修正自我，开始学习与接受论争

对手的无产阶级学说。 

广州的经历不仅带给他沉重的革命记忆与绝望，而且也轰毁了鲁迅的进化论思想。他说，

“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投书告密，或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

思路因此轰毁。”②这种进化观念虽然被轰毁，但那时并未给鲁迅带来无产阶级唯物史观③，

或者说，鲁迅又落入绝望的深谷与思想的荒野上。思想的茫然与荒芜，增强了鲁迅寻求新思

想、反抗绝望的精神动力，成为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间主动“投降”的原因，也成为鲁迅走

向左翼的历史契机。鲁迅真诚地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

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以救正

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④总之，创造社的无产阶级理论击中鲁

迅思想中的荒芜，让绝望中的鲁迅发现了一丝走出绝望的光亮。 

革命文学论争前的鲁迅，一方面处于思想危机的焦虑中，对革命与革命者、对社会与历

史的绝望，让他实践“一点野心”的希望彻底化为泡影；另一方面反抗绝望与寻找新思想的

意志也暗自滋长，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给鲁迅提供了内省与拯救的历史契机，他终于把新兴

的无产阶级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视野中。与创造社联合的意愿与行为都不能真实说明他的绝

望实质，也不能给绝望中的鲁迅带来思想转变的可能性。 

（二） 

1928 年 1 月，新创刊的《文化批判》以崭新的姿态掀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冯乃超、

李初梨等人带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回到中国，开始无产阶级文学的启蒙运动。他们的一个

举措就是反对创造社与鲁迅联合，鲁迅与创造社合作的计划被搁置并成为后者的一个批评对

象。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说，鲁迅“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中，追悼没落的封

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

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⑤这种批评不能肤浅地看成是文人的意气相争，或是后期创造社

成员批评的盲目或错误⑥，而应该认真把它视为是理论分歧的结果。 

《文化批判》在出版预告中，明确提出其目的是“以学者的态度，一方面介绍最近各种

纯正的思想；他方面更对于实际的诸问题为一种严格的批判的工作。”⑦成仿吾在《祝词》中

进一步说，“它将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它将描出近代帝国主义的行乐图，它将

解答我们干什么的问题，指导我们从那里干起。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

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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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内在力量的相互作用中才能揭示出来。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著、翁贺凯译《革命与历史：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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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116 页。 
⑥现代文学研究界和鲁迅研究者都认为，后期创造社成员对鲁迅的批评是盲目的与错误的，主要是受日本福

本主义与路线的影响，而没有认真审视与探究这场论争所蕴涵的理论问题与思想分野。 
⑦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 页。 



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明朗的光大。这是一种伟大的启蒙。”①总之，《文

化批判》致力的是无产阶级的文化批判与无产阶级文学建设。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

学》首先否定五四文学的个人主义观念，认为“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文

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一个阶级的武器”，②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是“为完成他主体

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

一种斗争的文学。”③这种文学定义显然是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其背后隐喻着马克思主义的

哲学思想④，核心是以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否定文学的自律性，将文学视为无产阶级历史解

放的斗争武器。王独清在一次演讲中鲜明地说，“我们的文学便是我们革命的一个战野，文

学家与战士，笔与破击炮，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⑤ 

在新起的文化批判与文学理论面前，鲁迅被批评为“趣味主义”、“隐遁主义”、“封建余

孽”、“二重反革命”，他也真实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历史与思想的“落伍者”⑥。虽然他以自己

己清末以来历次革命的经验与体验还击创造社的批评，期望将后者拉到令他绝望的中国黑暗

中，但是，鲁迅的坚执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知甚少，还是被批评者视为“堂吉可德”的

乱舞。鲁迅与创造社的理论分歧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革命文学”是否存在的问题。创

造社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阶段已经发生变化，革命文学应该由混沌时期的文学转向

无产阶级文学。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最后

阶段（帝国主义），全人类社会的改革已经来到目前。在整个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二重压迫

下的我们，也已经曳着跛脚开始了我们的国民革命，而我们的文学运动——全解放运动的一

个分野——却还睁着双眼在青天白日里找寻以往的迷离的残梦。”⑦鲁迅认为，“社会停滞着，

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若在这停滞的社会里居然滋长了，那倒是为这社会所容，已经离开革

命。”⑧显然，鲁迅与创造社论争的分歧主要来自对革命现实的判断，广州经验使鲁迅认为革

革命“停滞”了，或者说，革命已堕落为武人的夺权与商人的获利。此外，崇尚“抱诚守真”

的鲁迅还怀疑革命文学家的真诚性，他们多是小资产阶级而与工农毫无联系，他们怎能创造

出革命文学来？其次是对“革命文学”性质的认识。针对创造社“一切文学都是宣传”的主

张，鲁迅相对坚持文学的“文学性”，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

艺”，⑨反对“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的宣传文学，告诫革命文学现在应力求内容的充实

实与技巧的上达。但是，鲁迅也承认文学的宣传功能，他说“我不相信文艺的扭乾转坤的力

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⑩ “用于革命，

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11鲁迅对文学宣传性质的肯定隐含着两个思想倾向，一

是他对反抗黑暗现实的力量的支持与维护，显示着一直寻求前进的心曲；二是他对阶级文学

合理内核的首肯，呈现鲁迅与创造社文学观念具有一些同质因素。 

鲁迅如何对待创造社的批评呢？他在《三闲集• 序言》中抱怨道：“但我到上海，却遇

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

                                                        
①吴宏聪等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1985 年，第 540页。 
②《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 页。 
③同上，第 163页。 
④ 20 年代初 30 年代末，这种文学理论被称为“新兴文学论”、“唯物史观文艺论”或“科学的文艺论”而

逐渐兴盛起来。这种文学理论的特征是“从作为表象的文艺出发达到对深层的社会关系、历史关系的政治

性把握”。参见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549 页。 
⑥鲁迅自我的落伍感与“门外汉”感，既表现在他无法从事革命文学创作，又表现在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的无知，以至左联成立请他写作“宣言”时而自觉推却。 
⑦《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136 页。 
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27 页。 
⑨同上，第 328 页。 
⑩同上，第 327、328 页。 
11同上，第 327、328 页。 



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

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①这种述说虽显示鲁迅的委屈与抱怨，但事实上鲁迅却逐渐接受了

了无产阶级文学观念，认识了文学的阶级性与作为“艺术的武器”的本质，尽管这种文学思

想更新并不完全是创造社赐予的，还有鲁迅自觉阅读与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的结果。据

统计，鲁迅仅在 1928 年中就购买了《从空想到社会主义》、《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马克思

主义的作家论》、《艺术与唯物史观》等 60 多册此类书籍，而且翻译了片上伸的《现代新兴

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及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

他和青年聊天时常使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等新名词，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承认“以史

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截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

都可说明。”②这都表明，经过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论争，鲁迅意识到自己的“落伍”并加以

以克服，主动向创造社批判所预设的理论天地进入，这虽不能说明鲁迅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看到了一条摆脱绝望的道路。相对于进化论思想，马克思主义给鲁迅带

来了文学的新视野，其唯物、辨证的态度与鲁迅的思想方式相近而得到他由衷的首肯③。鲁

迅向来以为“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但论争留给他的却是对希望的坚信④，却是对

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执着。 

不难看出，后期创造社的文化批判才真正给鲁迅带来了思想的实际变化，为“左联”的

成立及鲁迅对左联的认同打下思想基础。当然，鲁迅并没有完全接受创造社文化批判的所有

思想，而且有些分歧左联成立后仍然存在，但鲁迅还是整体上接受了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为

此真诚表示要感谢创造社。换句话说，革命文学论争使鲁迅找到实现“一点野心”的历史契

机与思想基础，使鲁迅找到摆脱绝望与“落伍”的新思想力量，从而与批判他的创造社走到

一起结成左翼作家联盟。                                                                                         

（三） 

“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是左联的筹建，也是鲁迅左翼身份正式确认的过程。论争的结

束与左联的成立，人们认为这是得到党的指导的结果。然而，仅以此解释左联成立的原因，

可能会遮掩左联成立及左翼性质的复杂性。 

我们知道，作为左联的前身，创造社、太阳社以及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作家都是

作为文学社团而存在的，这样，左联的成立与身份的建构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它究竟是政

治性质的联盟还是文学性质的联盟？其实，1928 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给出这样的信

息，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等一批职业革命家转入文学领域，富有叛逆精神的创造社“左”转，

不少五四作家感到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这种文学状况既是政党革命对新文学影响日趋

增强的表现，又是五卅以后新文学家思想日益左倾的结果，即是说，左联的筹建与左翼身份

的建构还受到新文学家思想变化的驱使。不仅如此，左联成立的复杂性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

意，就是创造社、太阳社已面临极大的生存困难。1929 年 1 月 10 日《创造月刊》被迫停刊，

2 月 7 日创造社被封，《文化批判》、《日出旬刊》、《文艺生活》等创造社刊物被禁。太阳社

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太阳月刊》1928 年出到七期被查禁，此后创办的《海风周报》、《新流

月报》等也屡遭禁止。由于国民党文化审查制度⑤的建立与实施，导致激进的革命文学社团

难以存在，走向联合以对抗政府的文化制度也在情理之中，正如鲁迅致姚克的信中所说，

“1930 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

                                                        
①《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13、14页。 
②同上，第 375页。 
③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现实的与历史的思想方式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历史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参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 年。 
④鲁迅在《二心集·序言》中说，“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⑤国民党中央 1928 年间制定了《出版条例原则》，1929 年 1 月国民党中宣部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几

个月后，国民党又制订了《取缔反共书籍办法》，1930 年 12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参见倪墨炎《现

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 年。 



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① 

在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面前，左翼身份的性质建构就有些艰难与暧昧。1930 年 3 月 1

日《萌芽月刊》刊登了《上海新文学者底讨论会》消息，称讨论会目的是清算过去“革命文

学”论争的错误和成立新的文学团体，文中指出“作为讨论会的结果，还有更重要的一事，

即全场认为将国内左翼作家团结起来，共同运动的必要。”②这里，“左翼作家”作为名词第

一次出现，但该文并未对它的内涵作出具体界定。对它进行界定的是“左联”的《理论纲领》，

该纲领发表在 1930 年 3 月 10 日的《拓荒者》上，它指出左翼作家“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

产阶级的，又反对稳固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③这里，左翼身份被规定为坚持无产

阶级立场而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作家联盟。然而，从左联的组织机构、成员与左联的行动看，

左翼表现出了文学与政治的双重性质，左翼既是激进文学家的文化身份又是文学家的革命象

征。 

鲁迅更多的是在文学意义上认同左联的左翼身份。我们知道，左联成立时鲁迅举荐了郁

达夫加入，加入左联后鲁迅重视文学创作，培养了一批新生的青年作家，他自己很少参加左

联组织的政治行动。鲁迅把左联看作“阵线”性质的文学团体而不是“第二党”，他参加它

旨在实现造就文学战线的愿望。那么，鲁迅如何认识“左翼”身份的呢？在左联成立的大会

上，他告诫左翼作家是很容易变为“右翼”作家的，他说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明白

革命的实际情况而只对革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救世主自居而期望获得工农的报偿，都很

容易使左翼作家变为右翼作家。鲁迅的讲话表面上是对革命文学论争对手的激烈批评，实质

上却反映着鲁迅对左翼身份的理解与认识。在鲁迅的心目中，左翼作家应该是革命的、现实

的与高尚的④，他不仅应成为政党革命意义的左翼作家，而且应成为超越政党政治的左翼作

家。值得深思的，鲁迅对左翼身份的理解似乎又回到他原先的思想与经验中，留日时代拥有

的个人无治主义思想，归国后一次次失败的革命留下的痛苦记忆，大革命策源地广州带来的

革命绝望，这些都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爆发出来并使他产生“落伍”的意识。然而，鲁迅的这

次批评与回归，却不能简单理解为鲁迅不满左联或与左联隔膜的表现，应理解成鲁迅对左联

的由衷期望，期望左翼作家能够成为对抗强权、批评愚昧的文化战士。所以，鲁迅在讲话中

提出要扩大左联的战线，“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而且要以“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

的。”⑤显然，鲁迅认同的左翼身份带着更多的自我性质，期望它可以实现自己心中从未实现

的野心，在愚昧与专制的黑暗社会里建立一个理想的“人国”。 

综上所述，“革命文学论争”成为鲁迅思想转变的真正历史契机，他意识到并克服了自

己思想的“落伍”状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加入了左联，找到了可以实现自己

“一点野心”的社会力量。然而，鲁迅对左翼身份的认同并非仅是政党革命意义的，还表现

出文学甚至文化意义的，显示出自我意识与左联视野的思想差异与对话、融合。总之，鲁迅

加入“左联”与左翼身份认同，有着自我精神与思想的历史发展为内在基础，这既使他成为

富有现实斗争精神的左翼战士，又增加了左翼身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①《鲁迅著作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 921 页。 
②马良春、张大明编《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年，第 129页。 
③同上，第 133页。 
④鲁迅最敬佩的革命者是孙中山，他的“革命尚未成功”遗训显示了一个革命者胸襟的伟大与高尚。鲁迅的

讲话实质隐含着他对近代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希望革命者能有正视历史与社会的现实态度、不断革命的

超越精神、彻底实现个人自由与平等的伟大革命目标。 
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 1010、1012 页。 


